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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谢晓非教授 20年来一直潜心探讨风险认知与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学问题，并致力

于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的危机管理。作者基于在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了期望

差异效应。在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澄清的过程中, 作者意识到，由于个体的认知特点，“期望差异”并

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危机情景, 而是普遍存在于风险沟通中的一个基本心理过程。鉴于这一特定概念对

于危机管理的重要意义, 本刊特邀请谢晓非教授及她的学生撰写此文。作者不仅通过严谨的推衍过程，

界定了“期望差异”的概念, 而且还就这一概念在风险沟通中所涉及的相关心理学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对于如何减少期望差异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一概念无论

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还尚有探索的空间。希望此文能对相关领域的学者有所启发, 并关注

这一研究问题。 

 (责任编辑：李纾) 

 

期望差异：危机中的风险沟通障碍* 

谢晓非  胡天翊  林  靖  路  西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期望差异效应指同一情境中各方期望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人际冲突。期望差异, 包含维度和程度差

异两个成分, 不可避免且不易为个体所察觉, 还可能在群体环境中被强化; 在危机情境下, 期望差异与风险

沟通障碍之间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个体的角色、对信息的知觉、所具有的知识在维度上; 心理权利、信任在

程度上会对期望差异产生影响并导致沟通障碍。打破思维定势能有效减小期望差异并启动风险沟通的良性循

环, 在危机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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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9：C91 

当今社会, 危机事件频发, 有效的风险沟通

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了解危机事件并做出恰

当的反应, 也是灾难救援及危机管理过程中至关

重要的环节。然而, 危机中的各种困难使得风险

沟通往往无法顺利完成。期望差异是产生风险沟

通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将从现象与概念出

发, 阐述其心理成因, 并总结减少期望差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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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风险沟通障碍的机理和途径。 

1  现象与概念 

事件一：一位南京市民在银行自助存款时钱

款被吞, 电话客服告之处理需两个工作日, 随后

他再次致电假称机器多吐了钱, 客服在 5 分钟后

赶到。客户质疑银行区别对待, 银行则称后种情

况会影响现金安全才需要即刻处理 (今日早报 , 

2012年 9月 10日)。 

事件二：北京地铁站内一名旅客拒绝接受安

检, 并与附近执勤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有些市

民认为地铁安检只是形式 , 反而会耽误乘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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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铁方面则表示安检是为公共安全考虑, 对

不配合的乘客安检人员表示困扰(北京日报, 2010

年 4月 23日)。 

事件三：一架飞机因遭遇雷雨天气而在上海

浦东机场备降, 长达 20小时的等待后, 20多名愤

怒的旅客进入机场滑行道 , 导致一架刚刚降落

正在滑行的飞机被迫停机(东方网, 2012 年 4 月

12 日)。 

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这样形形色色的

矛盾纠纷 , 有些表现在认知上(事件一), 有些则

在行为层面爆发出来(事件二、三); 有些发生在个

体身上(事件一、二), 有些则发展为群体事件(事

件三), 其中一些事件甚至导致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后果。那么这些矛盾纠纷背后可能存在怎样的心

理原因, 因何激化又如何减缓呢？本研究者认为, 

个体与个体之间因为立场、角色的差异而存在一

些容易出现又很难调和的知觉差异, 我们将这种

现象概括为期望差异效应, 这样的差异还会因危

机情境和群体背景而被放大, 必须改变个体的认

知方式才可能进行有效的调整。 

1.1  期望与期望差异 

无论对己对人, 还是对某个事件, 人们常常

会有各种各样的期望, 期望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期望差异” (expectation discrepancy)是由谢晓非

和朱冬青(2011)提出的 , 它描述的是人际之间的

一种冲突的来源, 指处于同一情境中的一方对另

一方的期望与另一方自我期望之间的差异。在现

实情境中, 这种差异也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比如, 同一情境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与其知

觉到的对方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等等。而期望

差异所带来的人际冲突则称为“期望差异效应”, 

这种效应能够概括危机情境下的一系列人际冲突

现象, 同时也可以表现在很多其他方面, 并在许

多现实的案例中观察到。 

期望差异最直接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期望的

“程度”差异, 即沟通双方在期望的数量大小上存

在差异, 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即使一方自认为已

经达到了期望, 也依然无法令另一方满意。举例

来说, 在危机管理领域, 受灾民众对其个人得到

医疗救助和物质支持的期望往往要超过政府工作

人员所知觉到的程度。已有研究涉及到相关概念, 

比如 , Oliver (1980)提出的期望与期望不一致

(expectation and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模型

描述消费者的期望与实际感知到的产品绩效之间

的程度差异 ; 在消费和服务领域被广泛应用的

SERVQUAL 量表衡量消费者在不同项目上对服

务的期望和实际感觉之间量的差异, 并将其作为

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除了期望程度之外, 期望差异还可能体现在

另一个更为本质的方面, 沟通双方在期望的内容

上就存在差异, 即期望的“维度”差异。比如当灾难

发生时, 受灾民众期望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和

物资支持而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关注危重病人的

救治与社会安全与秩序等。当飞机延误时, 虽然

合理的解释和赔偿是乘客期望的一部分, 但在等

待的过程中乘客们往往期望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抚

慰, 航空公司方面则更可能关注航班的调度与机

场的管理, 往往忽略在情感上对乘客进行抚慰并

及时告知事件进展等信息。以往在组织管理的研

究中 , 有研究者在笼统的期望差距(expectational 

gap)概念基础上提出, 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会

从不同的角度(如物质、政治、信息等)出发考虑问

题, 从而影响他们对于企业行为是否符合预期的

判断(Reichart, 2003); 以“期望-知觉”差异为基础

的服务质量研究也发现针对具体的服务内容, 对

消费者满意度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会发生变化

(Gundersen, Heide, & Olsson, 1996), 还有研究者

进一步采用维度重要性加权的方式对测量方式进

行修正(e.g., Brochado, 2009); Earle和 Cvetkovich 

(1995)提出的突出关注点相似性 (salient value 

similarity)模型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维度的相

似性判断, 即自我与他人在面对特定情境时是否

关注相同或相近的目标 ;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 , 

Katz、Blumler 和 Gurevitch(1973)提出了“使用与

满足”的观点 , 认为观众会主动从媒体中进行选

择, 从而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 观众的需求是

多种多样的, 包含不同的维度(如：信息获取或是

娱乐)。 

虽然以往的研究提到了个体的期望存在不

同的维度, 而不同个体可能关注不同的维度, 或

者在程度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维度的区分, 但

并没有直接把这种基于内容或维度的知觉差异视

为知觉差异的一个主要成分而与知觉的程度差异

纳入一个框架中进行考虑。比如, 在有关入职期

望的研究中, 学者大多是从入职期望的内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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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响因素和期望落差等角度分别地进行研究

(姚琦, 马华伟, 李强, 2007)。本文作者认为, 维度

与程度这两个成分应该同时在期望差异的概念中

进行考虑, 即个体的期望可以分为两个成分(见图

1 虚线框)：期望维度差异指沟通双方在期望内容

上的差异 ; 期望程度差异则指双方所期望的内

容在数量大小上的知觉差异。维度差异与程度差

异可以同时存在 , 也可能先后产生 , 但是 , 维度

差异往往是更为本质的部分 , 因为如果沟通双

方在期望的内容上发生了偏离 , 此时无论在程

度上如何进行调整 , 双方之间的期望差异则始

终存在 , 而只有当双方期望的关注内容转移到

了同一维度上 , 才有可能在程度上进一步缩小

差异。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以往的研究中有

一些与期望差异效应相近的概念(如期望不一致、

期望差距等), 这些概念与本文提出的期望差异概

念的本质可以说是同源的, 都是探讨自己-他人知

觉差异导致的问题。然而, 在探讨不同的知觉差

异时可能会因为其关注的问题不同、知觉主体和

对象的不同、产生的影响不同而具有其独特的重

要性。以往的概念大多被用于消费和商业领域 , 

本文作者则是在危机的背景下讨论期望差异效

应。危机情境有着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不确定

性、影响的社会性和非程序化决策等特点

(Farazmand, 2001; 薛澜 , 张强 , 钟开斌 , 2003),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 有效的风险沟通变得格外

重要。期望差异效应能够对危机情境下的一系列

人际冲突现象进行概括, 在期望差异的基础上探

讨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对于危机应对具

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将把关注点同时放在人

际冲突的双方, 采用期望差异效应的概念, 深入

探讨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相互作用之后形成

的恶性循环, 并在解析期望差异发生的复杂过程

后针对性地提出减少期望差异、促进有效沟通的

应对策略。 

1.2  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之间的循环 

风险沟通指的是围绕风险相关信息, 个体、

群体和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 其

中所涉及的不仅包括风险性质本身的多方面信息, 

也包括针对风险信息和风险管理相关法规表达关

注、提出意见并进行反应 (Covello, Peters, & 

Wojtecki, 2001; 谢晓非, 郑蕊, 2003)。风险沟通的

有效性、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以及建立沟

通中的信任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发性的危机

情境要求各方迅速地做出反应, 因此当下的风险

沟通就变得紧迫而重要, 在客观上对风险沟通的

效率要求更高。然而, 由于危机情境的特殊性, 危

机下的沟通双方相比普通情境也会发生变化, 下

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增加了风险沟通的难度以及障

碍出现的几率。 

(1)信息沟通双方—— 非理性的个体：危机情

境下非程序化的决策特点在信息、资源、决策方

法等方面限制了个体做出“理性”决策的条件。风

险沟通的心理噪音模型(the mental noise model)认

为, 危机情境会形成心理噪音背景, 干扰个体的

认知能力, 个体容易被负性情绪所支配, 无法采

用理性的加工过程(Covello et al., 2001)。因此, 在

外在决策条件和内在认知能力的共同限制下, 个

体在危机情境下更容易出现非理性的状态, 无论

是信息接收方还是信息发布方, 非理性的决策都

可能形成风险沟通的障碍。 
 

 
 

图 1  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的循环作用以及危机情境的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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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接收方—— 增加的信息需求：危机情

境下, 常常由于其突发性特征导致信息严重不充

分、环境不断变化、无法以常规方式应对等, 因

而个体往往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作为信息接收

方的个体, 对于信息的需求就会更为强烈, 也更

倾向于表达自身对于风险的关注 (Lu & Yang, 

2011)。不仅如此, 个体的信息需求还可能在危机

情境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Janssen, Lee, Bharosa, 

& Cresswell, 2010)。于是, 无论在期望的维度上还

是期望的程度上, 信息发布方想要达到接收方的

沟通期望都变得非常困难。 

(3)信息发布方—— 有限的沟通经验：对于信

息发布方来说, 虽然越来越频发的危机事件使其

试图从多方面提升其危机应对能力, 然而危机情

境的突发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往往使得过往的应对

经验失效, 从而出现准备不足的情况, 比如延迟

沟通和无效运转(e.g., Yamamura, 2010)、缺乏及时

的政策调节(e.g., Flournoy, 2011)等等, 最终会对

沟通效率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于上述几个特点, 在危机情境下进行风险

沟通, 很容易出现期望差异。就信息接收者而言, 

个体对于信息强烈而不断变化的需求无法被信息

发布方完整及时地知觉到, 信息发布方在危机下

沟通经验的缺乏也使得高效的风险沟通很难实现, 

从而无法满足接收方的期望; 而对信息发布方而

言, 因为外部决策条件和内部认知能力对信息接

收方的限制, 所发布的信息无法被接收方有效与

理性地加工, 也无法满足发布方的期望。简而言

之 , 危机情境的特殊性使得风险沟通存在很大

的困难 , 如果风险沟通的双方同时存在期望差

异 , 衍生出的不信任等因素则会进一步恶化风

险沟通障碍, 形成互相转化、互相强化的恶性循

环(见图 1)。 

虽然期望差异和风险沟通障碍之间很容易

在危机情境下被放大, 并进行相互作用形成负性

循环, 但反过来考虑, 如果对这个循环的启动和

中间环节进行适当干预, 也可能抑制负性循环过

程并促进良性循环的产生。要达到这个目标, 有

必要深入探讨影响和放大期望差异效应的因素 , 

以及其作用于风险沟通的具体途径。 

2  期望差异的心理成因 

危机情境中, 只要沟通双方身份、角色、责

任不同, 双方的期望差异就必然存在。探讨期望

差异内在的心理成因, 对于更好地理解和干预期

望差异都是非常必要的。 

2.1  自我-他人知觉差异的普遍存在 

期望差异的产生首先源于个体之间普遍存

在的知觉差异。个体在知觉自我和知觉他人时存

在差异, 在社会心理学许多领域的研究中都得到

了证实, 并且这种差异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和沟

通障碍。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归因的一个经典概念, 

是指行动者(actor)与观察者(observer)在推断个体

行为的原因时会有不同的倾向：前者会更多地将

自身行为的原因归于外部情境的影响, 后者则更

多地认为行动者的行为来自于其稳定的特质

(Jones & Nisbett, 1972; Ross, 1977)。 

在一些有关偏见和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发现 , 

个体对自身的偏见程度知觉与观察者的知觉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比如在一个探讨白人与黑人人际

互动的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白人对黑人的言语友

好程度与其自我报告的外显态度相关, 但观察者

的判断则来源于白人的非言语行为, 这些判断则

与白人的内隐态度相关 (Dovidio, Kawakami, & 

Gaertner, 2002)。Vandello、Ransom、Hettinger和

Askew (2009)则发现男性会高估其他男性的攻击

倾向以及对攻击行为的赞同程度, 并且基于这种

带有偏差的判断, 其自身也会表现出比实际意愿

更高的攻击性。 

知觉差异还存在于团队合作和日常人际交

往领域。在团队合作游戏中, 个体常常会倾向于

认为自身的贡献要大于团队中的其他人(Savitsky, 

Van Boven, Epley, & Wight, 2005); 在某些情况下, 

虽然可以通过观点采择等方式减少对“最公平分

配”的知觉差异 , 个体对于他人的合作或竞争行

为倾向仍然会因情境线索而有不同的预期, 进而

影响自身行为(Epley, Caruso, & Bazerman, 2006); 

在判断自我表露程度时, 个体会认为自己的价值

观表露比他人充分 , 他人没有足够的自我表露 , 

从而引发人际疏离 (Pronin, Fleming, & Steffel, 

2008),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会认为自己对他人的

了解深于他人对自己的了解 (Pronin, Kruger, 

Savitsky, & Ross, 2001), 从而陷入“你对我不够坦

诚, 但我更了解你”的矛盾中。 

自我-他人知觉差异在许多领域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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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差异效应也是众多自我-他人知觉差异的一

个具体表现, 差异的存在会在社会互动中会产生

负面影响, 那么这些差异的存在是由什么原因导

致, 具有怎样的认知根源呢？ 

2.2  知觉差异的认知根源 

2.2.1  基于信息差异的解释 

Jones和 Nisbett (1972)认为自我-他人, 或者

行动者-观察者认知偏差的出现是因为行动者和

观察者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不同。对于一个归因过

程来说, 人们会考虑效应信息和原因信息, 其中

效应信息包括行为本身、行为结果和行动者的感

受, 原因信息则包括环境信息和意图信息。观察

者无法直接获得有关行动者感受的信息, 只能通

过一些表情手势或者对行动者的一贯了解来做出

推断, 因此常常会出现偏差, 对于行动者的意图

信息也是如此; 另外 , 对于行动者来说 , 环境因

素是贯穿于整个行为过程中的, 而观察者可能只

能获得行为发生时那一瞬间的环境信息, 从而导

致双方对环境信息赋予了不同的权重。由于观察

者对不熟悉的行动者无法获得其个人历史信息 , 

因而更倾向于将行动者的单一行为看成为一个典

型行为, 并且更多地将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进行

比较, 而行动者则更多地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过

往的行为进行比较。关于自我-他人的认知偏差, 

还有许多其他的解释, 主要关注的也都是个体所

能够获得的以及所倾向于使用的信息差异, 比如

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认为个体在进行比较

判断时会更依赖于与自我相关的信息, 焦点主义

(focalism)则强调比较的目标与参照点会使得个体

对不同的信息采取差异性的关注(Krizan & Suls, 

2008)。 

2.2.2  内省错觉：对“偏差”的知觉偏差 

内省错觉(introspection illusion)理论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和拓展, 将自我-他人在

认知过程中信息和加工过程的差异进一步细分为

4个主要的成分：(1)看重自我内省信息; (2)自我-

他人不对称性(忽视他人的内省信息); (3)忽视自

我行为; (4)对自我和他人的内省信息赋予不同的

价值 (Pronin, 2009)这个理论最重要的补充在于

“关于偏差的内省信息缺失”。以往从信息差异视

角出发的解释认为, 自我与他人由于观察行为的

角度不同, 获得的信息也不同, 个体有关自我的

信息主要来自于内部, 而他人则只能通过外部观

察等途径来了解个体的行为, 基本归因偏差以及

其他的一些认知差异都来源于这种信息不对称

性。而内省错觉理论则进一步认为, 个体不仅仅

会出现上述的偏差, 并且还常常否认自己出现了

这样的偏差, 这是因为个体对于自身的内省信息

是非常依赖的 , 除了体现在前面所述的行为知

觉、行为归因上, 其在判断自己是否出现偏差的

时候同样会依赖于这些内省信息, 而由于许多偏

差是个体无法意识到的, 因此个体也就无法获得

有关“我出现了偏差”这样的内省信息, 从而倾向

于认为“我没有偏差”。另外, 由于“偏差”一词所隐

含的贬义意味, 自我提升的动机也会强化这种认

知(Pronin, Gilovich, & Ross, 2004; Pronin, 2009)。 

然而, 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出现见解上

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朴素实在主义的观点, 

在通常情况下, 人们确信自己是客观而不存在知

觉偏差的, 任何“客观”的他人都“不应”与自己意

见相左。于是, 如果人们觉得事件或事物本身并

不能导致自己与他人在知觉和见解上的差异, 就

只能认为是他人出现了偏差。实际上, 研究者发

现, 他人越是与个体意见相左, 个体可能越倾向

于认为他人存在偏差(Ehrlinger, Gilovich, & Ross, 

2005; Reeder, Pryor, Wohl, & Griswell, 2005)。由此

可见, 个体一方面无法知觉到自己出现偏差, 一

方面认为与自身持有不同观点的他人存在偏差 , 

这就是所谓的“偏差盲点” (Pronin, 2009)。 

2.2.3  确证性偏差：自我信念的强化 

确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是指人们在事

先存在的信念、期望、假设、结论或决定的基础

上, 后续搜索或解释信息时所发生的偏差, 即更

倾向于选择一些能够证明这些已有信念的信息

(Jonas, Traut-Mattausch, Frey, & Greenberg, 2008; 

Nickerson, 1998)。在很多情况下, 人们并非有意

地扭曲信息搜寻和信息解读的过程, 但在不经意

间又的确出现了这样的偏差。无论个体与他人是

在一般的知觉判断上出现差异 , 抑或是对于“是

否出现偏差”本身存在分歧 , 一旦个体预先存在

某种信念, 就可能影响到其进一步的知觉和判断

倾向, 使得自己的预先信念得到不断强化。 

从动机层面来说, 选择一致性的信息来支持

自己已有的结论 , 能够使个体避免认知失调

(Jonas, Schulz-Hardt, Frey, & Thelen, 2001); 而从

认知层面来说, 当个体已经获得了一个预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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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确证”阶段后 , 会形成一个对信息的“准

备 ”状态 , 即所谓的知觉准备性 (perceptual 

readiness), 此时对信息的开放程度会大大减弱 , 

只有一致的信息才会被纳入(Bruner, 1957)。此外, 

研究者也发现, 通过一些方法, 比如在信息的呈

现过程中使个体将关注点从预先的信念或决策中

转移开(Jonas et al., 2001, 2008)、打破个体的思维

定势(Kray & Galinsky, 2003), 能够减少确证性偏

差的出现, 然而如果不采用额外的干预, 确证性

偏差往往无可避免, 尤其当个体的预先信念非常

强烈时 , 偏差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Brannon, 

Tagler, & Eagly, 2007; Pomerantz, Chaiken, & 

Tordesillas, 1995)。 

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认知根源的分析, 我们

可以看到：(1)个体因处于不同立场、不同角色而

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认知局限, 不同个体会产生

不一致的期望, 对于他人和自身的行为知觉也会

不同, 很容易出现期望差异效应, 并且这种期望

差异也往往包含偏差; (2)虽然这种偏差在大部分

情况下都是客观存在的, 然而在判断自己是否出

现偏差时, 由于个体同样存在认知局限, 缺乏有

关偏差存在的内省信息, 从而无法知觉到自己的

这种认知偏差; (3)由于个体在动机层面要避免自

己出现认知失调 , 在认知层面存在知觉选择性 , 

还会强化自我信念 , 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有偏判

断。于是, 在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作用下, 期望差异

很容易出现, 同时又不易被个体所意识, 反而会

在个体的错误知觉下不断被固化, 最终期望差异

就成为一种很难避免且不易消除的人际冲突因素, 

并且这个效应还会在很多情况下被强化和放大。 

2.3  期望差异效应的群体强化 

许多研究都发现, 群体可能会突出或放大个

体层面偏差的影响。早在 1976年, 研究者就发现

在态度、知觉判断、风险和伦理决策等多方面都

会出现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现象, 即经

过群体讨论后的结果会沿着初始结果的方向走向

极端(Myers & Lamm, 1976)。以具体的知觉偏差为

例, 研究者发现如果群体内成员个体的自我服务

性偏差比较大, 就极有可能会转变为群体自我服

务性偏差(Hinsz, Tindale, & Nagao, 2008)。 

群体的客观存在会加剧个体偏差, 而群体身

份与意识的凸显, 同样会强化偏差。这是因为以

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的过程会导致个体去个体化 , 

并且会强调内群体成员的相似性和外群体成员的

差异性。一些特殊的危机情境就可能会使个体因

群体身份的凸显而出现更大的群体间冲突。以现

实的危机事件为例,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恐怖

冲突之后, 以色列青少年反阿拉伯倾向以及偏见

便更强烈, 社会心理距离也更远(Bar-Tal & Labin, 

2001); 根据美国阿拉伯反歧视联合会 (American 

Arab Anti-Discrimination Committee, 2001)的统计, 

911 事件后的数周内, 出现了有关禁止阿拉伯乘

客搭乘飞机的投诉 , 针对阿拉伯个体的暴力冲

突、公开骚扰和表达憎恨的邮件都有所增加; 2005

年 Katrina飓风过后, 很多媒体大肆报道了数量相

对较少的黑人受灾者的犯罪行为, 引起了媒体的

评论家、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

注(Sommers, Apfelbaum, Dukes, Toosi, & Wang, 

2006)。 

研究者发现, 个体知觉到的外群体威胁会增

加群体间的歧视行为 , 为这种歧视行为提供“合

理 ”的理由 (Pereira, Vala, & Costa-Lopes, 2010; 

Pereira, Vala, & Leyens, 2009)。在危机情境中, 一

方面个体会借由群体身份来寻找安全感, 另一方

面由于心理噪音背景的影响, 个体很容易高估外

群体的威胁性而出现群体间的负性评价和冲突 , 

期望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得到强化。由此可见, 

当人们由单独的个体汇集成群体时, 一些知觉偏

差会走向极端, 而当面临严峻的环境考验时, 各

种资源严重匮乏 , 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会急剧

升高, 群体间的界限也会更加分明, 强大的群体

凝聚力很可能会对理性的知觉产生负面影响。不

同群体因为感受不同、信息不同、身份不同、立

场不同而必然出现期望差异 , 引发的相互对立

的情绪, 出现抱怨、误解、冲突等状态, 这对整

合多方力量 , 共同应对和抵抗危机会产生非常

不利的影响。 

3  期望差异导致沟通障碍的具体途径 

期望差异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在危机管理中, 

期望差异效应通常出现在风险沟通中, 二者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 处理不当甚至会导致恶性循环, 

造成严重的风险沟通障碍。期望差异包含两个成

分, 期望的维度与期望的程度。期望差异效应的

具体路径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即沟通各方关注

点不在同一维度, 以及各方在同一维度上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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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导致关注点不同的主要因素包括：角

色、对信息知觉的特点和知识; 而导致各方在同

一维度上期望程度不同的主要因素有：信任和心

理权利。 

3.1  引发期望维度差异的因素 

3.1.1  角色 

角色期望是指群体对在这个群体中占有特

定位置的个人所特有的期望, 它构成了社会结构

和角色行为之间的“桥梁” (朱智贤, 1989)。不同的

个体对同一角色的期望有所不同, 处于特定位置

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与大众的期望也不尽相同。

因此, 在危机情境中所承担的角色不同, 必定导

致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出现期望差异效应。 

首先, 风险沟通中不同角色掌握的信息具有

不对称性。风险沟通过程中, 信息发布方通常掌

握着比较准确、全面的信息, 而信息接收方通常

只能被动地获得信息。由于信息传递中存在损耗

和扭曲, 往往导致信息接收方最终获取的是较片

面甚至是有偏的信息, 这样就容易导致自我-他人

认知偏差(Jones & Nisbett, 1972)。信息发布方与接

收方在信息的内容、性质和数量上都可能出现不

一致, 从而导致双方对同一事件的关注点不同。

SARS 初期的风险沟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

时只有少数专家和政府部门了解 SARS真实情况, 

由于担心发布更多的信息后会导致恐慌, 相关部

门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只公布某些流行病学数据 , 

对于未公开但公众又真正想要知道的信息便迅速

引发猜测, 反而导致了谣言泛滥并使得各地出现

不同程度的恐慌。 

其次, 不同的角色导致不同群体间突出关注

点不一致。突出关注点是指在特定风险情境下个

体认为重要的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方式 (Earle & 

Cvetkovich, 1995)。在食品安全事件中, 根据利益

相关性, 通常存在主要沟通对象(受害者)、次要沟

通对象(潜在受害者)和旁观者(通常扮演监督者角

色)三类。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 主要沟通对象为

食用奶粉致病的婴幼儿家庭, 次要沟通对象是有

婴幼儿奶粉需求但是并未受到危害的家庭, 而除

此之外大部分对此事关心的公众可以视为监督

者。不同的沟通对象突出关注点不一致, 主要沟

通对象最关心的是治疗和赔偿方案, 次要沟通对

象最关心的是怎样购买到放心的奶粉, 而监督型

公众则把问责和制订乳品新标准视为最迫切的事

情。由于沟通对象多样化, 风险沟通方如果只能

满足部分沟通对象的期望, 便会导致期望差异效

应的产生。 

此外, 不同群体对职责等方面的知觉差异也

会导致期望差异效应的产生。如消费者认为政府

作为国家的管理者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免受不必

要的伤害, 并能在民众遭遇灾难的时候给予帮助, 

所以更加偏好管理者在预防方面做出的努力(van 

Dijka, Houghtonb, van Kleefa, van der Lansa, 

Roweb & Frewera, 2008), 而不是事后采取补救措

施。而政府相关部门却认为自己在风险出现时就

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 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3.1.2  对信息的知觉 

危机情境使个体处在强烈的心理应激状态

中, 个体对风险相关的信息有强烈的需求。因此

信息的性质和来源对个体知觉风险信息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此外, 强烈的负面情绪也会影响个体

的风险知觉。 

首先, 对信息性质的知觉特点直接影响个体

在风险事件中关注的内容。信息性质是指信息的

正负性。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实, 人们具有负面

信息主导的心理特征。人们会赋予负性信息更大

的权重, 对负性信息的反应会强于对正性信息的

反应, 对负性信息会给予更高的信赖程度和重视

(Taylor, 1991; Siegrist & Cvetkovich, 2001)。危机

事件发生后, 由于强烈的心理噪音作用, 个体的

认知能力受损, 负面信息主导的心理特征更加突

显。公众会更多地关注事件的负面报道, 并且容

易信以为真, 在焦虑和恐慌情绪的作用下, 个体

对于有效的风险沟通具有强烈的期望, 但在危机

状态下, 这种期望往往很难实现。举例来说, 在食

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大环境下, 人们知觉到了大量

有关食品安全的负性信息, 以至于越来越渴望食

品安全零风险。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食品安

全不可能做到零风险 , 即便是完全天然的食品 , 

烹制不当也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这种不切

实际的期望几乎不能达成, 而期望不能达成的状

态又会让个体对相关部门失去信任 , 长此以往 , 

使得食品安全的风险沟通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 信息的来源也直接影响沟通双方的关

注焦点。同样的信息经由不同渠道发布, 公众的

知觉会有所不同。个体加工接受到的风险信息时, 

会判断信息发布者的突出关注点是否与自己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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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即判断突出关注点相似性。突出关注点相似

性是指个体判断他人或机构在某种风险上与自身

的重要关注点是否一致(Bardi & Schwartz, 2003)。

突出关注点相似性高, 则信任水平高, 风险沟通

信息的接纳程度较高, 反之则低。突出关注点相

似性的判断过程是快速启发式加工过程(Earle & 

Cvetkovich, 1995), 即在短时间内完成, 信息来源

就是启发式加工过程的一个重要线索。而在风险

沟通过程中, 公众的突出关注点就是对风险沟通

方的期望维度, 信息发布方一旦被判断为与公众

的突出关注点相似性低, 就很难达到预期的风险

沟通效果。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 生产商、销售

商通常被认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因此在风险沟通过程中, 消费者对生产商或销售

商的行为和意图都预设成了“演戏”、“做作”, 导致

生产商或销售商的危机应对措施作用甚微。 

3.1.3  知识 

人们在理解风险沟通信息时会调用已经掌

握的知识, 很多研究都表明公众的知识水平与风

险认知显著负相关(Christoph, Bruhn, & Roosen, 

2008; Scholderer, Balderjahn, Bredahl, & Grunert, 

1999); 即对导致风险的因子了解得越多, 风险认

知程度越低, 比如, 知识水平较高的公众对转基

因 食 品 的 态 度 更 为 积 极 (Hossain, Onyango, 

Schilling, Hallman, & Adelaja, 2003)。如果公众了

解转基因水稻的知识, 能显著提高他们对这种水

稻的接受程度(De Steur et al., 2010)。已掌握的风

险相关的知识类型和程度会导致人们关注风险的

不同维度。 

掌握的知识类型不同会造成沟通方和接收

方关注点的不同。以转基因食品研究为例, 与风

险相关的知识通常可以分为利益知识和风险知识

(Poortinga & Pidgeon, 2006)。沟通方(科学家或政

府机构)由于掌握着丰富的利益知识和风险知识, 

风险沟通中一般着重强调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利益, 

如耐盐耐碱性良好, 能够解决自然环境恶劣地区

的食品问题, 同时它的高产高质也为解决全球饥

饿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大多数公众的利益知

识较少, 从而导致公众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这

类信息。公众更为关心的是食用转基因食品给自

身带来的影响, 期望沟通者能够更多地发布与自

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这就导致了沟通方认为

公众“不可理喻”, 而公众却认为沟通方根本不关

心自己的利益, 最终导致沟通失败。 

除了知识类型, 在同一个方面掌握的知识程

度不同也会导致期望差异效应的产生。根据利益

知识和风险知识掌握的不同程度, 可以将公众化

为四类(Poortinga & Pidgeon, 2006), 即利益高-风

险高、利益低-风险低, 利益高-风险低和风险高-

利益低四种。面对利益与风险混合的沟通信息时, 

四类人群有各自的信息知觉特点。第一类人群对

于转基因食品有较为客观的了解, 既知道转基因

食品的利益也知道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他们的态

度是比较矛盾的, 因而会对风险沟通信息有较为

深入的加工。而第四类人群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了

解较少, 由于负性信息主导的心理特征, 在面对

混合信息时 , 他们会更容易受风险信息的影响 , 

从而导致沟通信息中的利益信息无效。而对于第

二类和第三类人群, 他们只对转基因食品的利益

或者风险有所了解, 为了避免认知失调, 他们通

常会选择性注意与已有知识相符的信息, 而忽略

其他信息。 

3.2  影响期望程度差异的因素 

3.2.1  心理权利 

在社会公正与相对剥夺的研究中 , 权利

(entitlement)描述的是在一个社会中, 个体或群体

在社会分配中应得的资源或者在人际交往中应得

的对待, 心理权利(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指的

则是个体对于自身拥有权利的一种主观知觉, 这

样的知觉可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

强化而形成的, 也可能会受到特定情境下个体所

处角色的影响, 个体会对自己或他人的实际所得

与知觉到的权利进行对比, 从而产生对于某个特

定事件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判断, 这种比较也会

影响其在特定情境下的满意度感受(Major, 1994)。 

通常而言, 如果个体感受到的心理权利越多, 

也就意味着其对于资源的期望也越多, 期望也更

不容易得到满足。以往的研究发现, 在人际交往

中, 个体在整体上心理权利的程度常常与自利性

归因、社会困境中的竞争选择、攻击行为等联系

在一起 (Campbell, Bonacci, Shelton, Exline, & 

Bushman, 2004)。在消费领域中, 研究者发现顾客

的心理权利感(即顾客认为自己应该无偿得到特

殊对待)会令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显得更有攻击

性, 而从服务人员的角度来说, 在与顾客的互动

中感受到这种攻击性就会进一步对他们情感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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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Fisk & Neville, 2011)。从

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 心理权利会影响到个

体在人际交往中如何表现, 而当个体对于应得资

源的预期与实际所得资源出现程度差异, 或者一

方的心理权利超过了另一方能够接受的程度时 , 

就可能对互动双方的公平感、满意度产生负面影

响, 甚至导致冲突的产生。 

危机情境下, 个体的心理权利可能会导致更

大的期望差异。有研究发现当人们遭受到不公平

的对待或一些负性事件后, 会感受到一种心理权

利 , 认为自己应该在未来获得更多更好的结果 , 

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做出自私行为(Zitek, Jordan, 

Monin, & Leach, 2010)。而如果个体对受害者具有

较高的心理认同时, 也会替代性地感受到受害者

的权利, 比如希望获得道歉等等(Brown, Wohl, & 

Exline, 2008)。由此可见, 心理权利的意识可能会使

得危机情境中的受害者对于救援工作、补偿资源等

方面的期望程度都较高, 但是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和

破坏性, 救援的物资和人员通常非常有限, 很可能

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 即使互动双方对

于危机情境下民众需求的维度知觉是一致的, 在程

度上仍然可能出现差异, 从而产生期望差异效应。 

3.2.2  信任 

在危机情景和风险知觉的研究中, 信任的角

色和作用一直被研究者关注。在技术风险领域 , 

由于公众对新技术的专业知识比较缺乏, 他们会

将注意力转移到对相关机构或他人的观点上(例

如：政府监管部门、科学家等), 并基于信任形成

风险知觉(Earle & Cvetkovich, 1995)。 

信任, 是对预期抱有信心, 以过去的经验对

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的预期(郑也夫, 2001)。也有

研究者将机构信任定义为在风险或需要互相依赖

情况下相信机构不会利用自身弱点的意愿

(Meijnders et al, 2009)。信任既包含情感成分, 即

基于道德信息对意图、动机的判断; 也包含认知

成分 , 即基于过往表现对能力和专业性的判断

(Johnson, 1999)。 

在危机发生后 , 公众有着强烈的信任需求 , 

但是建立信任却相当困难(Slovic, 1999)。因为人

们此时往往更多关注负性信息, 不信任一旦产生, 

就更容易得到强化。只要信任相关方的态度、行

为不符合预期, 信任就可能遭到破坏, 从而影响

到人们的利益知觉和风险知觉, 同时还可能诱发

情感反应 , 如愤怒、悲伤等负性情绪 (Siegrist, 

Cousin, Kastenholz, & Wiek, 2007)。公众对相关机

构或部门的信任程度低, 可能导致人们质疑官方

解释, 继而转向其对立面。例如：在 2010年圣元

奶粉疑似致女婴性早熟的事件中, 尽管检测发现

圣元奶粉的激素水平合格, 女婴性早熟与奶粉无关; 

但是三聚氰胺事件已经使许多消费者对乳制品行业

存有不信任感, 公众对此事件的风险知觉较高, 对

于严格监管和明确赔偿有着较高的期望, 一旦监管

部门不能满足其期望时, 期望差异的程度就扩大了, 

公众甚至会产生失望和被背叛的感觉。 

4  跨越风险沟通的鸿沟：降低期望差异 

期望差异效应给风险沟通的各个环节带来

了重大影响, 因此减小期望差异效应成为改善风

险沟通的一个有效途径。从期望差异的心理成因

分析中可以看到, 期望差异源于个体处于不同立

场, 承担不同角色而固有的一种知觉差异, 有其

根深蒂固的认知根源。虽然这种差异的存在大部

分情况下只是由于知觉双方的位置不同、角度不

同, 但是个体往往很难意识到这种差异的不可避

免性, 一方面可能会倾向于“以己度人”而错误地

知觉他人的看法, 另一方面当差异出现时也会倾

向于认为是他人出现偏差。那么, 要减少期望差

异的出现, 可以从这种认知源头做起, 改变个体

固有的思维方式。 

人们会将自身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以一些特

定的方式归类和组织到个体自身的经验系统中 , 

这个系统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更新完善, 更重要

的是会反过来影响个体对于世界的知觉与理解乃

至个体的行为。这个系统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 , 

使个体选择性地加工信息, 于是对于同样的事实, 

不同的个体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知觉和解释。研究

者将这种经验系统称为心理模型 (mental model) 

(Gorman, 1992; Rouse & Morris, 1986; Senge, 

1990)。在一些特定的心理模型下, 个体就会形成

一定的思维定势(mindset), 以一种习惯性的思维

模式对事物形成理解和判断, 一些偏差性的知觉

和判断方式也由此产生。因此, 通过打破思维定

势的方式来改变个体的思维方式, 可能是消除期

望差异的有效途径。 

4.1  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是指促进人们考虑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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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认知定向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Galinsky, Moskowitz, & Skurnik, 2000), 通常的表

现形式是“要是……该多好” (Roese, 1994)。反事

实思维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其他可能性的想法, 

使备选选项的可得性凸显, 增加人们在判断和决

策 时 考 虑 其 他 可 能 性 的 意 识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Galinsky et al., 2000)。 

反事实思维能够增加人们认知的灵活性, 减

少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启动了反事实

思维的被试能够会更多注意到物体的非典型用途, 

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邓克尔蜡烛任务” (Duncker 

Candle Problem) (Galinsky & Moskowitz, 2000)。

反事实思维增加了人们对其他可能性的考虑, 可

以有效地减小由于启发式加工所造成的认知偏差, 

有研究发现, 启动了反事实思维的被试会搜寻更

多与决策不一致的信息(Kray & Galinsky, 2003)。 

以上的证据间接地表明了反事实思维可以

减少期望差异, 下述研究则直接验证了二者之间

的关系。采用与 Kray和 Galinsky (2003)类似的方

式, 用故事阅读的方式启动被试的反事实思维(胡

振北, 2012)。启动材料描述了一个大学生去参加

自己偶像见面会的场景, 共有四个版本：a1b1、

a1b2、a2b1和 a2b2。其中 a1b1是反事实正性组, 该

版本材料中, 主人公在见面会的现场想和其他人

调换座位, 但遭到拒绝, 随后却在自己的座位下

发现了神秘大奖; a1b2 是反事实负性组, 该版本

材料中, 主人公在见面会的现场想和其他人调换

座位 , 他人爽快地答应了主人公的请求 , 但是 , 

在随后的抽奖环节中, 主人公却因此错失了大奖; 

其他两个版本 a2b1和 a2b2则为对应的控制组, 即

无反事实正性组合无反事实负性组。启动完成后, 

测量被试的期望差异水平。结果发现, 思维方式

的主效应显著(F(1,95) = 6.84, p = 0.01, η2 = 0.07)。

即启动了反事实思维组的被试期望差异要显著低

于无启动的控制组。 

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了解其常规思维之外

的其他可能性, 在对他人形成期望或对他人行为

知觉时能够有更全面的信息搜索, 从而得出更客

观的判断, 而在理解自己与他人的知觉差异时也

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出现偏差的可能性, 从而减少

期望差异的产生并防止期望差异的进一步强化。 

4.2  差异性思维 

差异性思维, 顾名思义就是促进个体考虑不

同事物之间差异的一种认知定向。有研究首先激

活个体对于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 随后启动被试

差异性或相似性的思维方式, 结果发现, 启动差

异性思维方式的被试表现出较少的刻板印象效应

(Corcoran, Hundhammer, & Mussweiler, 2009), 这

是因为差异性思维方式能够产生对比的过程, 从

而减小了刻板印象的效应(Mussweiler & Darmisch, 

2008)。还有研究发现, 差异性思维通过提示个体

自身与他人的区别, 使个体意识到自身观点的局

限, 从而促进个体接受他人的观点, 即增加观点

采择(Todd, Hanko, Galinsky, & Mussweiler, 2011)。 

胡振北(2012)利用寻找不同点与相同点的任

务启动被试的差异性思维。让实验组的被试观察

三组图片, 并找出每组图片至少 4 点不同之处; 

而控制组的被试则只需要观察上述每组图片中的

一张(共三张), 并回答一些无关问题 , 然后测量

两组被试的期望差异水平。结果发现, 思维方式

的主效应显著(F(1,88) = 5.57, p < 0.05, η2 = 0.06)。

启动差异性思维的被试期望差异水平显著低于控

制组。差异性思维实际上是通过促使个体主动寻

找差异的方式, 改变个体固有的以己度人的思维

定势, 使得个体更能够接受差异的存在, 从而更

开放地接纳他人的观点, 也以更客观全面而非大

而化之的方式来知觉他人, 从而减少期望差异的

出现。 

风险沟通就是一条风险信息的传递链, 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最终风险沟通的失

败。期望差异就像噪音一样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

环节中 , 具有放大风险沟通障碍的危险 , 因此 , 

减小期望差异是提升风险沟通质量的重要突破

点。改变思维方式为降低期望差异提供了一条有

效的认知途径, 这对于沟通双方都具有积极的作

用。具体来说, 信息沟通方在沟通的过程中, 如果

能够有效地调整思维惯性, 比如, 用反事实思维

方式来考虑信息接收方的各种可能情况, 就可能

更好地接收对方的反馈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信息

沟通方应该充分意识到由于知识、信息量和角色

等因素, 信息接收方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期望

方式来接受信息, 同时,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

的沟通方式 , 尽量使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 

关注公众利益 , 公开透明 , 让公众参与进来; 还

可以在风险沟通中采用风险比较的方式, 让公众

对风险信息建立更多的认知联结, 便于某方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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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较少的公众也容易理解发布的信息。除了调整

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外, 信息发布方还可以采取一

定的策略去引导消费者, 打破消费者的思维惯性, 

促使消费者更加理性、客观、多角度的考虑问题。

如采用角色代入感较强的影视作品, 或者公益宣

传片, 广告等都有助于民众换位思考, 打破思维

惯性, 使风险沟通达到良好的效果。总之, 期望差

异是沟通双方在期望上产生的认知差异, 打破一

方或者是双方的思维定势, 都有可能降低期望差

异, 从而增进风险沟通的有效性。 

5  总结：风险沟通的良性与恶性循环 

风险沟通的有效性是危机管理至关重要的

问题, 然而, 在危机情境中存在于风险沟通双方、

甚至是多方的期望差异, 是导致风险沟通障碍的

一个重要原因。并且, 由于期望差异的存在可能

导致的风险沟通障碍, 反过来会加深与确证期望

差异的出现, 从而形成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

的恶性循环。在危机情境中只要存在受害者、救

援者、志愿者以及责任方等与此相关的多方角色, 

期望差异效应就不可避免。通过本文, 作者展示

了期望差异在现实危机事件中的具体表现, 也从

理论层面证实了期望差异的认知根源及其出现的

必然性。危机情境下个体非理性的状态, 信息接

收方强烈的信息需求与信息发布方有限的沟通经

验均会使得风险沟通的双方陷入期望差异的泥潭

之中。沟通双方在期望维度上的差异又不可避免

地因为双方在角色、对信息的知觉以及知识上的

差异而得到强化; 同时, 在期望程度上的差异也

可能因为双方心理权利的知觉以及信任的脆弱而

凸显。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有效的风险沟通无

法进行, 期望差异与风险沟通障碍相互作用也必

然形成恶性循环。因此, 了解期望差异的根源及

其影响风险沟通的途径, 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抑制

恶性循环并启动良性循环的方法, 在危机管理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 

降低期望差异是增加危机情境中风险沟通

有效性的途径。期望差异出现的根源来自于个体

间的知觉差异, 由于固有的认知局限以及自利性

动机, 期望差异效应不可避免且难以消除; 个体

往往不承认差异的存在 , 从而导致差异的强化 , 

危机下的群体环境则可能将期望差异进一步扩大

到群体层面。基于对期望差异形成机制与影响因

素的探讨, 本文作者认为打破个体现阶段的思维

定势是降低期望差异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样的过

程能够帮助个体意识到期望差异的存在, 并通过

改变目前信息、知识以及思维方式等惯性来减小

期望差异。反事实思维与差异性思维的强化都有

可能达到降低期望差异的目的, 这种方式也得到

了以往研究直接与间接支持, 为我们减小期望差

异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未来的研究中, 应该更

深入地探索影响期望差异的因素：一方面可以探

讨危机或风险事件本身具有的特点; 另一方面可

以更多地关注信息发布方和接收方不同心理特点

的差异, 例如研究双方在解释水平、调节焦点、

参照点等方面的差异。此外, 今后的研究者还应

该尝试超越静态、单过程的研究模式, 更多地采

用动态、双向的互动模式进行研究, 例如信息接

收方的反馈如何影响发布方的下一步行动和沟通

方式等。同时, 未来研究更要寻找减小期望差异

的途径和方法, 比如在基于认知系统进行调整之

余, 进一步从情感系统的角度加以研究, 考察如

何减少期望差异, 从而在危机情境下促进风险沟

通的良性循环, 使得危机管理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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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 Discrepancy: Risk Communication Barriers in Disaster 

XIE Xiaofei; HU Tianyi; LIN Jing; LU X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effect refers to a kind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resulting from a 

discrepancy of expectations between multiple sides within the same situ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contains two components: dimension and degree. With its inevitability and imperceptibility,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could be strengthened in group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it is likely to form a vicious cycle 

betwee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nd risk communication barriers. Factors such as the roles of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and existing knowledge would affect the dimension component, while factors 

such as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and trust would affect the degree dimension. Both of the two dimensions 

lead to risk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reaking up mindsets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nd start a positive cycle of risk communi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disaster management. 

Key words: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risk communication; mindset 


